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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阶段 Malmquist-PNN 的区域绿色 

创新效率评价与智能诊断研究 

许学国 周燕妃
1
 

(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采用三阶段 Malmquist 指数构建了排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干扰因素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测

度模型,并结合概率神经网络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智能诊断。研究发现:(1)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下降-上升-下

降-上升”波动趋势,其中,西南地区属于共同推动型,其余地区为技术进步型。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决定,

技术效率起抑制作用,而技术效率低下是由规模效率下降所致;(2)在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干扰后,各区域

Malmquist 指数均有所下降,在第一阶段中绿色创新效率被高估,究其原因是技术效率被高估。其中,西北和黄河中游

地区排名与第一阶段结果差别较大,其余地区排名保持不变;(3)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绿色创新

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4)根据智能诊断结果,可将区

域分为全部效率有效地区、纯技术无效地区和规模无效地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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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今我国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矛盾依旧突出,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等问题时有发生,成为可持续发展

瓶颈[1]。如何实现经济、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是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而由创新引领的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绿色创新由此应运而生。 

1 文献综述 

绿色创新(Green innovation),亦称为生态创新与环境创新,是将传统创新理论与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的产物。绿色创新提

升包含绿色效率与创新效率的共同提升[2]。其中,绿色创新效率是指创新效率的绿色化程度,其综合考虑了资源与能源节约、避免

与消除环境污染对创新发展质量影响的测度[3]。绿色创新效率越高,表明资源要素投入、创新要素投入与绿色绩效产出越匹配[4]。

关于绿色创新效率评价的成果已较为丰富。如张峰等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全国 28省市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

率测度模型[5];吴旭晓运用非期望 Minds 模型和灰色系统动态方程,对我国 30 个省市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进轨迹及其形成机理进

行探究[6];王惠等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我国省级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并构建门槛模型分析R&D投入强度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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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7];王海龙等运用 DEA 方法测度我国区域绿色增长绩效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等因素对绿色增长

绩效的影响[8];曾冰利用 Super-SBM 方法评价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变化,探析其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9];吕岩威等通过构建

SBM-DEA 模型对我国 30个省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展开收敛性分析
[10]
。 

在研究方法层面,随机前沿分析法(SFA)[11-13]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14-16]是测量效率的主要方法。具体而言,SFA 可以较好地

处理随机误差对效率的影响,但需事先限定估计模型,而且无法处理多产出问题。而 DEA 不仅可以规避因模型设定误差等因素导

致的缺陷,还可以模拟多投入和多产出过程,区分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使得 DEA成为目前测度效率的主要方法[17]。但 DEA是静

态的,只能分析时间序列或同一时期数据,不能解决多周期评价效率问题,因此Fare等人[18]提出了Malmquiste指数和 DEA效率评

价相结合的方法。随后,学者们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阶段 DEA-Malmquist方法[19-21],以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效率的影响。

此外,学者们对 Malmquist 值的分解指标大多采用人为判断方式,而概率神经网络(Probabilistic Neural Network,PNN)主要用

于分类和模式识别[22-23],其准确的模式识别功能能够快速有效地对决策单元效率模式作出判断。基于此,本文选取三阶段的

Malmquist-PNN 方法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和诊断。而关于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
[3,24,25]、环境规制[17,26-27]、产业结构[24-26]、外资利用水平[16,26-27]等方面。 

以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为核心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是新时期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
[28-29]

。关于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研

究,学者们主要从生态文明、能源碳排放、经济发展、绿色发展、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展开分析,并侧重于区域内的差异比较。

如邓宗兵等[30]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剖析八大综合经济区生态文明区域差异来源;李金铠等[31]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分析八大经

济区能源碳排放效率差异;魏艳华[28]等采用偏相关系数和复相关系数剖析八大综合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高赢[29]综合运用

US-SBM-Malmquist 模型、Dagum 基尼系数以及面板数据模型,全面揭示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发展绩效及区域差异性;杨明海等[32]

运用泰尔指数、空间 Markov链以及空间杜宾模型挖掘八大综合经济区科技创新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的原因。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针对绿色创新效率评价的研究大多从省际层面展开,并基于传统划分标准对四大区域进行对比研究,尚

未对八大经济区展开分析。研究方法上,采用 SFA、DEA、Malmquist 和 Super-SBM 的居多,但无法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扰动对效

率值的影响,导致计算结果存在偏差和不够全面。此外,传统人为方式对效率分解值的判断,其主观性较强且费时费力。本文创新

之处在于从研究对象上选取了未曾分析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研究方法上构建了排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干扰因素的绿色创新效率动

态测度模型,并结合 PNN 的非线性分类,避免了传统人为方式的缺陷,最后基于智能诊断结果提出相应诊治对策,以期丰富当前关

于区域绿色创新协同发展的研究,同时为进一步明确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区域发展差异、制定合理的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提供

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第一阶段:DEA-Malmquist 指数 

DEA 是由 Charnes & Cooper 提出的采用线性规划方法构造观测数据的非参数预测前沿,并在此基础上计算若干同类具有多投

入和多产出决策单元(DMU)相对效率的方法[33]。Malmquist 指数是测算动态 DEA 效率的重要方法,用距离函数比值表示。Fare等[34]

最早对 Malmquist指数进行测算,将 t时期至(t+1)时期的几何平均值作为 Malmquist指数,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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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Dt00t(xt+1,yt+1)与 Dt+100t+1(xt,yt)分别为将混合期与生产前沿面比较的投入差异。若 Mi>1,则全要素生产效率上升,反之下

降。现将公式(1)进一步分解为公式(2)。 

 

其中,EC 表示从 t时期到(t+1)时期的DMU 实际产出与生产前沿面的比值,代表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当 EC>1 时,DMU 趋于生

产前沿面,表明技术效率改善,反之技术效率下降。EC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C)和规模效率变化(SEC)。当 PEC>1时,

表明技术应用程度上升,反之下降;当 SEC>1 时,表明规模效率优化,反之说明投入规模改变导致效率降低。TC 为技术进步变化,

反映生产前沿面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当 TC>1时,生产边界外移,表明技术进步,反之退步。 

2.2 第二阶段:构建类似SFA 的回归模型 

首先运用 BCC 模型求出每个 DMU 的投入松弛量 Snk,即原始投入量与目标投入量的差值,然后构建类似 SFA 的回归模型。投入

松弛量 Snk与环境变量的模型如下: 

 

其中,Sni为DMUi第n项投入的松弛变量;f(Zi;βn)为松弛前沿面,一般情况下f(Zi;βn)=Ziβn;Zi为第i个环境变量,βn为相应

的参数向量;vni 与 μni 相互独立,且两者之和为混合误差项;vni～N(0,σ2v)为随机误差项,μni～N+(0,σ2u)服从在零点截断的正

态分布,且若 μni≥0 表明管理无效率。令 σ2=σ2u+σ2v,γ=σ2u+σ2vγ=σu2+σv2,当 γ 趋于 1 时,表明管理因素占主导,而

当γ趋于 0时,则随机因素占主导。 

运用 Frontier4.1软件,可得到βn,σ
2,γ的估计量。此外,Fried 给出了 vni的估计量: 

 

具体计算公式参考罗登跃[35]、陈巍巍[36]的方法。通过剔除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将每个 DMU都置于相同环境或水平

下。调整公式如下: 

 

其中,X'
ni为调整后的投入变量,Xni为调整前的投入变量,[max(Ziβn)-Ziβn]为外部环境因素调整,[max(vnk)-vnk]为随机因素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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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三阶段:调整后的Malmquist指数 

以调整后的投入变量代替原始投入变量,并与原始产出变量一同带入 Malmquist 指数模型中,计算结果即为分离环境因素和

随机因素后的 Malmquist 指数,相比第一阶段结果,其更加客观准确。 

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3.1 数据来源 

根据“十一五”区域发展政策提出的划分方法
[32]

,八大综合经济区如表1所示,鉴于数据可得性与统一性,选取 2011-2018 年

中国内地除西藏外 30 个省市的数据作为面板分析数据,数据来源于 2012-201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表 1八大综合经济区范围 

综合经济区 区域范围 

东北 黑龙江、吉林、辽宁 

北部沿海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东部沿海 上海、江苏、浙江 

南部沿海 福建、广东、海南 

黄河中游 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 

长江中游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西南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 

西北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3.2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关于绿色创新内涵,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一是环境创新或环境改善;二是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三是创新引入环境绩效。本文

立足于绿色创新内涵,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指标如下: 

(1)投入指标。人力和财力是绿色创新的核心要素,分别选用 R&D 人员全时当量和 R&D 经费内部支出表示。需要指出的是,在

计算绿色创新效率时,由于投入产出可能存在时滞,参考学者郭瑞[37]、吴美琴[38]的做法,将投入产出时滞设为 2 年,因此选取

2011-2016 年的投入数据以及 2013-2018 年的产出数据。此外,由于受到物价变动的影响,计算存量之前先构造 R&D 价格指数,以

对当年的 R&D经费进行平减。R&D 价格指数计算公式为:R&D 价格指数=0.4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0.5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使

用 R&D 价格指数将 R&D 经费内部支出转化为 2011 年不变价。采用永续盘存法,选取 2011 年为基期,基期资本存量 K=基期 R&D 内

部经费支出/(g+δ),g 为 2011-2016 年不变价 R&D 投资年均增长率,折旧率δ取 9.6%[39]。此外,能源消耗亦是绿色创新需要考虑

的重要因素,故选用综合能源消耗量表征能源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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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出指标。绿色创新不仅考虑环境改善的创新效率,还考虑其经济效率。专利代表了核心科技资产,能反映知识生产过程

中绿色创新的真实水平,故选取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绿色创新效率的期望产出。同时,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衡量绿色创新成

果转化效益的期望产出指标,综合两个指标更能反映经济效率。对于非期望产出变量,利用熵值法,将废水排放总量、SO2排放总量

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折合为环境污染指数,作为绿色创新效率的投入要素指标衡量非期望产出。表 2为绿色创新投入产出指

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 2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 

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R&D 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520302.50 4007.70 114174.37 120990.53 

R&D 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8802832.80 57597.48 2043148.96 2196622.61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 38899.25 1600.62 14535.18 8500.56 

专利申请数(件) 627834.00 844.00 87167.32 116503.85 

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186931452.30 2253.00 13065286.65 26439387.87 

废水排放总量(万吨) 938261.03 21953.03 235501.37 184060.42 

SO2排放总量(万吨) 174.88 1.43 55.39 37.62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吨) 45575.83 330.45 10821.83 9228.69 

 

3.3 控制变量选取 

第一阶段的 Malmquist 指数分析结果是将所有的效率前沿偏离均归结为管理无效率,而忽视了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

显然不合理。由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不仅与投入变量相关,还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环境规制、技术市场发展状况和

产业结构等外界因素影响,借鉴韩晶[3]、李健[24]、易明[25]等人的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成果,选取环境变量如下:①经济发展水平

(PGDP)。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人均 GDP 衡量。根据库兹涅茨曲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于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会不断

上升,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②经济开放程度(FDI)。经济开放程度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总额测度。相关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会将高耗能、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创新效率
[25];二是“双缺口”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吸引外资以弥补资金缺口,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国家技术水平提高,进而促进绿

色创新效率提升[40];③环境规制(ER)。环境规制通过工业污染治理投入衡量。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对于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绿色创

新具有导向性作用。环境规制越有效,环境污染指数就越低,绿色创新效率也越高;④技术市场发展状况(TEC)。技术市场是连结

资本、劳动力、信息市场的桥梁,对于实现技术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绿色技术扩散具有重要意义。技术市场成交量愈大,

表明技术流动、技术进步愈快,推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可能性越大;⑤产业结构(IND)。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 比重衡量产业

结构。一方面,三产比值越高,相应地,二产比值就越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也越低,从而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另一方面,

三产中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业能够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有力支撑。为消除变量量纲与数量级的

影响,对 5个环境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 

4 基于三阶段 Malmquist 的绿色创新效率评价 

4.1 第一阶段绿色创新 Malmquist 指数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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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在整个考察期 Malmquist 指数均值为 1.105,八大综合经济区的 Malmquist 指数均大于 1,表明全国范围内绿色

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年均增长 10.5%。其中,南部沿海、西南、西北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表现为南部沿海(1.199)>

西北(1.168)>西南(1.159)>长江中游(1.094)>黄河中游(1.080)>东北(1.069)>东部沿海(1.050)>北部沿海(1.024)。南部沿海地

区的绿色创新效率领先全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紧随其后,表明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西北和西南地区不仅在创新方面获得了质

与量的提升,而且生态环境维护较好。值得注意的是,早年间东部沿海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3],近年其绿色创

新效率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可能源自 3 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二是东部地区以外向

型经济为主,近年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剧,而其经济结构调整效果尚未显现;三是周围创新水平较低地区对其创新资源进行了

吸纳与分流[41]。 

从技术效率(EC)看,在整个考察期内,EC均值为1.004,表明全国范围内绿色创新技术效率缓慢上升。EC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

技术效率(PEC)和规模效率(SEC),因此,可以从两方面进一步分析技术效率变化原因。其中,PEC均值为1.000,表明绿色创新技术

运用水平保持不变,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地区不太理想,纯技术效率处于无效阶段,而绿色创新规模效率

年均增长 0.4%,可以认为,绿色创新规模效率得到优化但增长缓慢。北部沿海 SEC 指数最低,为 0.989,绿色创新处于规模无效率

状态,反映出北部沿海地区的投入产出比不合理,在地区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资源冗余。 

表 3第一阶段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 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地区 技术效率(EC) 技术进步(TC) 纯技术效率(PEC) 规模效率(SEC) Malmquist 指数 

东北 1.023 1.045 1.018 1.006 1.069 

北部沿海 0.972 1.054 0.997 0.975 1.024 

东部沿海 1.000 1.050 1.000 1.000 1.050 

南部沿海 1.002 1.197 0.998 1.004 1.199 

黄河中游 1.007 1.076 0.987 1.020 1.080 

长江中游 1.007 1.087 0.998 1.010 1.094 

西南 1.029 1.128 1.008 1.021 1.159 

西北 0.992 1.178 0.998 0.994 1.168 

全国平均 1.004 1.102 1.000 1.004 1.105 

 

从技术进步程度看(TC),在整个考察期 TC 均值为 1.102,即全国范围内的绿色创新技术有所进步,其中,南部沿海与西南、西

北地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比较分析 Malmquist 指数、EC 指数和 TC 指数,可以发现,TC 指数总体大于 EC 指数,且

Malmquist指数与TC指数的地区分布一致,表明促进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是技术水平,而非技术效率,这可能与“十

二五”期间国家贯彻“节能减排”发展要求、大力发展创新技术、新能源产业不断发展、工业三废污染排放不断得到遏制有关。 

4.2 第二阶段 SFA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构建 SFA模型,运用 Frontier4.1软件得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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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依次分析 5个环境变量对 3个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 

(1)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人均 GDP 对 3个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水平提高会使 3个松弛变量变大,从而导致投入增

加和产出下降,这与预期结果相悖,但也反映出目前R&D投入与能源投入存在大量冗余,以及因管理无效率导致创新资源与能源利

用仍处于投资驱动发展阶段。 

(2)经济开放程度的影响。 

经济开放程度对 R&D 人员全时当量和 R&D 经费内部支出存量的松弛变量的影响回归系数为正,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能

源消费总量松弛变量的影响系数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现阶段经济越开放,越有利于创新资源投入,只是目前R&D人员与

经费浪费现象较严重,而经济开放程度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表 4第二阶段 SFA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R&D 人员全时当量的松弛变量 R&D 经费内部支出存量的松弛变量 能源消费总量的松弛变量 

CONS -12231.152***(-6.110) -620341.170***(-620341.170) -757.686**(-3.010) 

PGDP 35048.372***(105.285) 750077.320***(750077.320) 924.430***(13.519) 

FDI 4287.843***(29.741) 140993.860***(140993.860) -1549.191(-1.410) 

ER 703.495(1.435) 404800.780***(404800.770) 89.314(0.158) 

TEC -23084.870***(-373.307) -721761.610***(-721761.610) -1262.939***(-10.668) 

IND -3417.101
***
(-4.203) 375338.240

***
(375338.240) 693.486(1.227) 

σ2 0.845E+09***(0.845E+09) 0.676E+12***(0.676E+12) 0.150E+08***(0.150E+08) 

γ 0.752***(46.793) 0.820***(35.189) 0.837***(50.077) 

LR test of the 

one-sided error 
62.282 92.924 93.454 

 

(3)环境规制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 R&D 人员全时当量和能源消费总量的松弛变量的影响均不明显,而对 R&D经费内部支出存量的松弛变量的影响为

正。由此可见,目前环境规制力度越大,R&D 经费利用水平越低,说明地区环境政策对提升 R&D 经费利用率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4)技术市场发展状况的影响。 

技术市场对 3 个松弛变量的影响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技术市场成交量越大,技术流动与技术进步越快,

越有利于 R&D资源和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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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对 R&D 人员全时当量的松弛变量的影响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 R&D 经费内部支出存量的松弛变量的影响

系数为正,对能源消费总量的松弛变量的影响效果不显著,表明产业结构越高级化,越有利于提高 R&D 人员利用率,但是目前的产

业结构还不完善,容易造成R&D 经费与能源浪费。 

由于统计量γ处于 0.752～0.837 之间,表明管理无效率占主导,需调整投入变量,使 DMU处于相同环境或水平。 

4.3 第三阶段:调整后的Malmquist指数分析 

观察图 1 发现,调整后的绿色创新 Malmquist 总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趋势,并于 2015-2016 年处于最高值;

技术效率指数下降而技术进步指数上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和 6%。此外,Malmquist指数与TC指数呈现出相似的波动趋势,

表明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决定,而技术效率起抑制作用;EC 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其分解指数看,PEC 指数和 SEC 指数

均较低,即两项指数均抑制了 EC指数增长。其中,SEC指数与EC指数的波动趋势相似,表明规模效率占主导作用。 

 

图 1第三阶段历年绿色创新效率变化趋势 

分区域看,如表 5 所示,八大经济区的绿色创新 Malmquist 指数均大于 1,表明绿色创新效率呈上升趋势。从其分解指数看,

西南地区 EC指数与 TC指数均大于 1,其余地区的 EC指数均小于 1,而 TC 指数均大于 1。这一方面表明西南地区属于共同推动型,

即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均有增长,共同推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其余地区为技术进步型,即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决

定;另一方面也验证了目前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低下是抑制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主

要原因。 

表 5第三阶段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 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 

地区 综合技术效率(EC) 技术进步(TC) 纯技术效率(PEC) 规模效率(SEC) Malmquist 指数 

东北 0.992 1.051 0.983 1.009 1.043 

北部沿海 0.979 1.043 1.005 0.975 1.021 

东部沿海 0.989 1.053 0.997 0.992 1.041 

南部沿海 0.985 1.097 0.999 0.986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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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 0.987 1.077 0.996 0.991 1.062 

长江中游 0.984 1.064 1.002 0.982 1.047 

西南 1.012 1.049 1.003 1.009 1.061 

西北 0.977 1.049 1.001 0.976 1.024 

全国平均 0.988 1.060 0.998 0.990 1.047 

 

4.4 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对比分析 

对比图 2 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的指数值,发现在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后,Malmquist 指数均有所下降,可见第一阶

段中的绿色创新效率被高估,由于绿色创新效率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较大,优化外部环境有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调整投入后

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排名如下:南部沿海(1.080)>黄河中游(1.062)>西南(1.061)>长江中游(1.047)>东北(1.043)>

东部沿海(1.041)>西北(1.024)>北部沿海(1.021)。其中,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排名与第一阶段结果差别较大,其余地区排名则保

持不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自身财力较弱,受中央转移支付政策等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资源投入的微小变

化即可导致该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出现较大波动。 

从 EC指数来看,除北部沿海地区外,其余地区的EC指数均有所下降,表明第一阶段的 EC指数被高估,说明其受外部环境变量

的影响较大。对比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 TC指数发现,东北、东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的 TC指数有所上升,其余地区下降,可见

优化外部环境有利于东北、东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技术进步。 

5 绿色创新效率模式智能诊断 

在对八大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评估后,通过建立概率神经网络,对其进行智能诊断,可以快速判断无效决策单元。借鉴张

惠琴等
[25]
对效率评价值的分类,将绿色创新效率模式划分为全部效率有效、纯技术无效、规模无效和技术进步无效 4 种类型,对

应效率值的二进制形式如表 6所示。 

 

图 2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 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 

表 6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模式的二进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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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效率模式 二进制形式 

1 全部效率有效 1 0 0 0 

2 纯技术无效 0 1 0 0 

3 规模无效 0 0 1 0 

4 技术进步无效 0 0 0 1 

 

将第三阶段得到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作为训练样本,根据表 5 的二进制分类将其转化为二进制格式,具体如表 7

所示。 

表 7 PNN训练样本 

DMU PEC SEC TC 二进制分类 分类编号 

东北 0.983 1.009 1.051 0100 2 

北部沿海 1.005 0.975 1.043 0010 3 

东部沿海 0.997 0.992 1.053 0010 3 

南部沿海 0.999 0.986 1.097 0010 3 

黄河中游 0.996 0.991 1.077 0010 3 

长江中游 1.002 0.982 1.064 0010 3 

西南 1.003 1.009 1.049 1000 1 

西北 1.001 0.976 1.049 0010 3 

 

将训练样本输入建立好的PNN结构中,其中,DMU作为PNN结构的神经元,输入变量为训练样本的特征参数,输出变量为其归属

的故障模式类型。PNN 的训练函数选取径向基 SPREAD 函数,设输入变量为 P,输出变量为 T,Matlab 程序代码为:net=newpnn 

(P,T,SPREAD),其中,SPREAD 值取 0.1[22]。运用 Matlab 软件,对建立的 PNN 样本进行训练,实现训练样本效率模式的智能诊断,执

行结果如图 3所示。 

由 Matlab输出的yc值依次为:233333133,准确率达到了100%,可靠性较高,说明本文建立的PNN结构成功实现了对八大经济

区绿色创新效率模式的智能诊断,且快速有效。现根据诊断结果,将八大经济区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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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训练数据网络分类 

一是全部效率有效地区,主要为西南地区。相比其它地区,西南地区在绿色创新技术应用与规模效率方面都具有优势,在 2018

年《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中[36],重庆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排名中居于首位,重庆和四川已成为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中

心,加之地区生态保持良好,因此西南地区迅速崛起,成为区域绿色创新亮点。 

二是纯技术无效地区,主要为东北地区。该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是由规模效率拉动的,但规模效率的影响很弱,而纯技术效率对

其有抑制作用,可见东北地区的技术应用程度处于下降阶段,表明经过“经济振兴”计划后东北地区的高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

比重仍较低。此外,东北作为资源型城市聚集地,不可避免会遇到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如何实现绿色创新、促进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东北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是规模无效地区,主要为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北地区、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其中,前三个地区的绿色创

新由纯技术效率拉动,因地区投入产出不合理导致规模效率降低。对于北部沿海地区来说,北京虽然在创新资源投入、高端人才

引进与产业集聚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北部沿海地区绿色创新规模仍处于无效状态,可见北京对其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不明显,

绿色创新效率溢出效应不显著,整体尚未形成规模优势;长江中游地区属于典型的碳基能源经济,加之城市工业化的粗放式发展、

城镇人口的极速扩张,势必加剧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程度,从而抑制绿色创新水平提高;西北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域,主要承接来自

发达省域的产业转移,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加大了创新资源投入,提高了创新资源利用率,但同时也面临资源节约意识不强、自主创

新缺乏等问题,从而导致能源与环境优势过度消耗、绿色创新处于规模不经济的局面。后三个地区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共同

抑制了绿色创新效率增长,可能与沿海地区工业企业数量众多、污染排放量大、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有关。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地

区在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与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均未体现出优越性。而黄河中游覆盖了部分能源大省,在承接外部产业转移的同时并

未加强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导致绿色创新效率结果不理想。 

6 结论与建议 

基于 2011-2018 年全国内地 30 个省市面板数据,构建了排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干扰因素的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创新效率动态

评价模型,并建立PNN 结构进行仿真,对其绿色创新效率模式进行智能诊断。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技术进步是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键。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呈上升趋势。分区域而言,西南地区属于共

同推动型,即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共同推进绿色创新效率增长,而其余地区为技术进步型,即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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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Malmquist 指数总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趋势,且变化趋势与TC指数相似,即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决

定,而 EC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其分解指数看,主要是由规模效率下降所致。 

(2)完善平台是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保障。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水

平、经济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3)精准施策是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良方。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干扰后,各区域的 Malmquist 指数均有下降,表明第

一阶段的绿色创新效率被高估。其中,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的排名与第一阶段结果差别较大,其余地区排名保持不变,说明西北和

黄河中游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受中央转移支付政策等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因此针对不同区域精准施策对其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具有

重大意义。 

(4)智能诊断是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有效手段。根据智能诊断结果,将八大经济区分为三类,具体而言,全部效率有效为

西南地区,纯技术无效为东北地区,其余为规模无效地区,即智能诊断能够对绿色创新效率模式作出准确分类和判断。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如下:首先,鉴于技术进步是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键,各经济区需加强区域内部合作,促

进区域内的技术流动和共享,共同推动技术进步以及区域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其次,各经济区应不断完善各类平台,尤其是加快发

展技术市场和优化产业结构,为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提供保障。此外,考虑到不同外部环境因素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同,各

经济区应结合智能诊断结果显示的绿色创新效率模式予以精准施策。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工业企业数量庞大,加之以外向型经济

为主,因此需不断加大环保投入,大力倡导自主研发,实现经济外向与内向的结合。此外,地方政府要重视创新资源的溢出效应,在

促进与邻近地区协调发展的同时确保自身创新效率不断提升。东北地区属于纯技术无效地区,应在加大绿色创新投入的基础上,

建立人员激励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完善绿色创新技术,充分利用投入资源,进而提升纯技术效率。对于西北、长江中游与黄

河中游地区,政府应不断优化外部环境,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此外,这些地区在承接外部产业转移时,要树立资源节约意识,培

育自主创新能力,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应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科技创新潜能,塑造新常态

下绿色创新增长极,引导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西南地区绿色创新资源投入和产出水平较合理,在绿色创新技术应用和规

模效率方面也具有优势,应维持目前的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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